
国家利益视角下重新审视国际组织豁免

———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说开去

李　赞

摘　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
与国家豁免的异同、国际组织豁免的绝对性与限制性之争、包括道德责任在内的救济性措施是国

际组织享有豁免的重要前提条件、不同国际组织因其职能的差异而享有范围和程度各异的豁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的逻辑推理和裁决结果依然一以贯之地反映了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诉

求。我国在全力推进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需要更好地运用国际组织这个多

边平台。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美国颇为相似。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工具的运用

方面不必以今天的美国马首是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内立法、国内司法甚至行政力量，充分

运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国际法工具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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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设立的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多，将来也必然遇到国际组织豁免问题。杰姆诉国际金融公

司案 （Ｊａｍ，ｅｔａｌ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ｒｐ）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国际组织豁免的最新
实践，① 已引起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组织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兴趣和探讨，也值得我们关注。

一　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基本事实、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案情略述

　　国际金融公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是总部位于美国首府华盛顿的一家国际开
发银行，拥有包括美国在内的１８４个成员国。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公司向印度古吉拉特邦海岸电
力有限公司 （ＣｏａｓｔａｌＧｕｊａｒａｔＰ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以下简称Ｇｕｊａｒａｔ）提供了４５亿美元的贷款用以资助
Ｇｕｊａｒａｔ省建设燃煤发电厂。根据贷款合同，该发电厂应当遵守为保护电厂周围地区免受损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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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环境与社会行动计划，否则国际金融公司有权撤回资金支持。然而项目运行并不顺利。根

据国际金融公司的内部审计，电厂没能遵守建设与运营的环境与社会行动计划。审计报告批评国

际金融公司没能充分监督该项目。

２０１５年，一批居住在电厂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农民和渔民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起诉国际金融公司，声称电厂的煤尘、烟灰和冷却系统的排水损害或污染了周围的空气、土壤和

水源。他们依据上述审计报告，对国际金融公司提出了过失侵权、妨害、非法入侵和违约等诉

由，要求国际金融公司支付损害赔偿，并要求法院颁发禁制令。

国际金融公司认为，根据美国的 《国际组织豁免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它对诉讼享有绝对豁免权，以法院缺乏管辖权为由要求驳回起诉。原告则认为，国际金融
公司只能像外国政府一样享有有限豁免权。地区法院适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先

例，同意国际金融公司对诉讼享有绝对豁免权，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判决。

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国会于１９４５年通过了 《国际组织豁免法》，该法授予国际组织一系列特权与豁免权，包

括不受搜查和财产税负等的豁免。该法在定义这些特权和豁免时，参照了外国政府所享有的特权

与豁免，亦即：该法授予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一样的对于诉讼以及各种形式的司法程序的豁

免权。

至１９５２年之前，美国国务院都坚持传统的外国主权豁免理论，即根据国际礼让原则，外国
政府享有绝对豁免权。所以在 《国际组织豁免法》颁布之时，国务院通常要求、法院也通常授

予外国政府以绝对的诉讼豁免权。然而国务院在１９５２年宣布其采纳外国政府有限豁免理论。根
据这一新的理论，外国政府只对其主权行为享有豁免权，对其商业行为不享有豁免权。美国

１９７６年的 《外国主权豁免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将外国主权豁免的有限理论法
典化，并把决定豁免与否的主要权限从行政部门转移给司法部门。①

本案法官们喋喋不休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授予国际组织的，是当

年外国政府所享有的绝对豁免权，还是现今外国政府所享有的限制性豁免权？可实际上都不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本案作出裁决，裁定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美国法院享有的豁免与外国国家

一样，适用限制豁免原则，在从事商业活动、侵权等情形下不享有豁免。根据美国 《国际组织豁

免法》的规定，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与外国政府的豁免权绑定，既然目前外国政府只享有有限豁

免权，国际金融公司也只能享有有限豁免权。

（二）本案所涉国际组织豁免的几个法律问题

本案裁决甫一公布，即引起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组织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兴趣和探讨。该

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在本案中，国际金融公司是一个属于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中的国际组织，可以根据该

法享有豁免。但问题是，美国１９４５年 《国际组织豁免法》第２８８ａ条规定，国际组织在美国享有
“和外国国家一样的管辖豁免”。当时，美国对外国国家在美国被诉采取绝对豁免政策，给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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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无例外的豁免待遇。相应地，国际组织在美国亦享有 “几乎绝对的豁免”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自１９５２年起，美国逐步调整外国国家豁免政策，并在１９７６年 《外国主权豁

免法》中规定，外国国家就商业活动、侵权等例外情况不享有豁免。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国际组织所享有的豁免是与 《国际组织豁免法》１９４５年颁布时美国给予外国国家的绝对豁免待
遇看齐，还是随着美国有关外国国家豁免规则的演变而演变，即适用 《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

的有关限制豁免制度。这就从美国国内法的视角提出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事

实上这也是国际法上一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重要问题。

２国际组织豁免是绝对性豁免还是限制性豁免
在该案中，为了准确解释和适用 《国际组织豁免法》有关国际组织享有 “和外国国家一样

的管辖豁免”的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先根据成文法解释的一般规则，从通常文义出发，

认为 “和外国国家一样”是将国际组织享有的豁免与外国国家在美国享有的豁免动态地联系挂

钩，达到两者一直保持一致的效果。所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得出结论，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

法》规定国际组织享有 “和外国国家一样的管辖豁免”是一项动态要求，即法院在确定适用于

国际组织的豁免规则时，应以案件发生时的外国国家豁免规则为依据。因此，随着国家豁免由绝

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制度，国际组织的豁免规则亦随之演变。这就再次老生常谈地提出了国际组

织豁免到底是绝对性豁免还是限制性豁免这个国际组织法的基本问题，
"

待澄清。

３道德责任是否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的前提条件之一
作为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的前提条件之一，救济措施除了提供传统意义上的争端解决机制之

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比如道德责任。因为从保障实质正义和运营效率等方面来考察，救济

措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和运用的，并非为了执着于对某种特定措施的形式上的诉求。那么，

联合国在海地霍乱案中通过履行道德责任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①

４所有国际组织是否享有着同样的豁免
国际组织豁免并不意味着所有国际组织享有着同样的豁免，而是各个国际组织享有着范围和

程度各不相同的豁免。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国际组织豁免由于各国际组织职能各异而在享有豁

免的范围和程度上大相径庭。国际金融公司作为一家专业性的国际金融组织，在享有豁免的范围

和程度上与联合国等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重大政治使命的国际组织是很不一样的。国际组织豁免

只是对各国际组织根据各自的章程、与东道国签署的协议等文件享有范围和程度各不相同的豁免

的理论抽象和凝练表达。就像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国际组织的国际组织法一样，也没有一个适用

于所有国际组织的豁免规则。

５我国如何对待国际组织豁免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如何运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国际法工具，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从

该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逻辑推理和裁决结果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美国以前执行的国家绝对豁免

还是后来转而执行的限制性国家豁免，抑或是美国法院在针对不同国际组织的不同案件中作出国

际组织享有豁免或不享有豁免的裁定，都是美国根据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利益需要作出的调整。现

在特朗普政府以 “美国优先”和 “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由动辄退出一些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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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在运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这些工具来谋求美国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裁决，依

然一以贯之地反映了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诉求。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综合实力、民族复兴诉求和

所处的发展阶段均不同于今天的美国，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工具的运用方面大可不必唯以今天的

美国马首是瞻，而是借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做法，充分运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国际法

工具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

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分别予以详细论述。

二　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的关系

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国际组织所享有的豁免是与 《国际组织豁免法》

１９４５年颁布时美国给予外国国家的绝对豁免待遇看齐，还是随着美国有关外国国家豁免规则的
演变而演变，即适用 《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有关限制豁免制度。这就从美国国内法的视角

提出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的关系问题。这是美国比较独特的法律规定，把国际组织豁免与

国家豁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捆绑。这虽然在具体个案的裁决上政府和法庭可以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但也给国际组织豁免和国家豁免这两个国际法上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制度造成了认识上的混

乱。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国际组织，还是今天的国际组织，都不享有什么绝对豁

免，也不享有什么限制性豁免，享有的而是一种自成体系的、与国家的绝对性和限制性豁免理论

不同的职能性豁免，即国际组织豁免。美国在国内有关国际组织的立法上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

豁免进行挂钩，只不过是为了给予司法上的灵活性以保持美国利益的绝对性所刻意设置的一个立

法上的 “安全阀”。立法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但司法都是个案的、当时的裁决，可以与时俱

进，便宜从事。

（一）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的关联

事实上，国家豁免和国际组织豁免是国际法上主要的豁免制度。从它们产生的渊源来讲，彼

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以适应不同国际法主体各自的

特点和需要。

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的斯帕特尔角灯塔国际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ｐｅＳｐａｒｔｅｌ
Ｌｉｇｈｔ）规定其豁免于任何其他主权者的管辖。①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ＩＣＡＯ）与加拿大签订的东
道国协定第３条规定，授予该组织以外国政府所享受的相同的诉讼与任何形式的管辖豁免。由于
这里的规定将国际组织的豁免比拟于外国国家的豁免，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这不是一个很合适

的条款”。② 比荷卢集团 （Ｂｅｎｅｌｕｘ）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 《比荷卢经济联盟条约》第９５
条第１款，授予该组织以 “授予外国政府相同的豁免”。同样的豁免也授予了１９９３年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 （ＯＳＣＥ）秘书处及其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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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①

某些国内立法也将国际组织享有国家豁免的内容加以确认。例如：最早的有瑞士联邦政府于

１９１９年８月４日宣布 “（国际）联盟将享有与瑞士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所享有的同样的特权与豁

免。”② 此后，还有英国１９４４年的 《外交特权 （扩大）法》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ｃｔ）将授予国家的相同范围的豁免也授予国际组织。③ 美国１９４５年的 《国际组织豁免法》规定

授予政府间国际组织 “外国政府所享有的同样的诉讼与任何司法程序的豁免”。④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容易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混为一谈。在实际的案件判决中，

还是经常使用 “统治权行为”（ａｃｔａｉｕｒｅｉｍｐｅｒｉｉ）和 “管理权行为”（ａｃｔａｉｕｒｅ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ｓ）等国家豁
免上的概念来裁决案件。⑤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由于国际组织在其早期

阶段并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而被认为是由各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集合体，因此应被视为

国家。⑥ 第二是将国际组织视为跟国家一样的主权实体，所以国际组织也应适用国家豁免原则。

但实际上，国际组织是不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家与国际组织类比，国

家豁免也不能简单地类推适用于国际组织。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拒绝作这样的类比。⑦ 不少学者

们也认为将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进行类比是不合适的。⑧

（二）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 （主权）豁免的差异

很多人在讨论国家豁免问题时，总是把国际组织豁免排除，明确或委婉地表示国际组织豁免

不在其讨论的范围之内。⑨ 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是有很大差异的。简要说来，其主要差异可

总结为发展历史与成熟程度不同。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原则，２００４年 《联合国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标志着国家豁免制度也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是其走向成熟

的标志。瑏瑠 而国际组织豁免，是随着晚近国际组织的发展和成熟而出现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国际法

问题，国际组织豁免问题的编纂还是厥功未竟。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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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ＡＳＭｕ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ｏｓｔ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１５７－１５８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２５８，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３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ｔＯｎｅ，１９７７，ｐ１５２
２２ＵＳＣ§２８８ａ（ｂ）．
ＡＳＭｕ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ｏｓｔＳｔａｔｅｓ，ｐ１７１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ｐ２５９
在１９４９年联合国赔偿案中，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但并非是个国家。国际法院主张，联合国具
有为其代表所受损害进行索赔的权利，但拒绝将国际组织与外交保护方面的国家实践进行类比。５０年后的国际法院
依然拒绝试图通过与国家进行类比的方式，建立国际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豁免的理论对国际豁免并不能提供太

多的帮助。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Ｂｒｏｗｅｒ，Ｉ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ｍｅ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ｕｒｔｓ”，
（２０００）４１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ｐ１７，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８７
比如，有学者认为，有人在国家豁免与国际豁免之间经常进行不正确的比较。参见 ＡＳＭｕ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ＨｏｓｔＳｔａｔｅｓ，ｐ１７６。还有学者认为，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导致了无法将此二者进行
类比。参见ＧｏｒｄｏｎＨＧｌｅｎｎ，ＭａｒｙＭＫｅａｒｎｅｙ＆ＤａｖｉｄＪＰａｄｉｌｌａ，“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２２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４７，ｐ２６６。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ｐ２０，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９５
李赞：《论国际组织豁免与主权豁免的关系》，载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０５页。
ＳｅｅＧｉｏｒｇｉｏＧａｊａ，“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ｋｏｆｉｔｓ５８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６，ｐ４５５．Ｓｅｅａｌｓｏ，ＰｅｔｅｒＦＨＢｅｋｋ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ｐｐ９－３５



国际组织豁免是受到国际法上既存的豁免制度的启发而产生的，但随后又沿着自己的轨道前

进，以满足相对晚近才出现的国际组织的特定要求。① 实际上，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相区分

的观点得到了大量国际组织的实践和有关司法判例的支持。② 新近的杰姆诉国际金融金融公司案

反映出，在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关系中，权力的天平似乎更多偏向了国家一边。

三　国际组织豁免的绝对性与限制性

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即是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授予国际组织

的，是当年外国政府所享有的绝对豁免权，还是现今外国政府所享有的有限豁免权？由于国际组

织豁免与国家豁免有意或无意地被相提并论，本来属于国家豁免范畴的绝对豁免与限制性豁免也

就被放在国际组织豁免的语境下来加以讨论了。像国外也有学者非常混淆地认为，受特定历史条

件和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影响，各国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

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做法。③ 事实上，国际组织豁免的所谓绝对性与限制性跟国家豁免的绝对性

和限制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围前提下的用语，不能混为一谈。国际组织豁免经历了从绝

对意义上的外交豁免到具有限制性的职能性豁免转变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国际组织豁免本来

就走过了从 “绝对”向 “限制”的发展历程。

（一）国际组织豁免早期套用具有 “绝对性”的外交豁免及其问题所在

国际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和影响范围的扩大都导致国际组织运营中人员增加和职能领域的延

展。④ 从国际组织豁免的发展历史来看职能性限制，虽然可能显得冗长和无趣，但却能最为真切

和客观的体现出职能性限制的形成轨迹。

国际组织豁免最早出现在１９世纪，⑤ 在总体上一直朝着限制性豁免的趋势发展。虽然国际组
织的全面繁荣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⑥ 但国际组织却是自１９世纪中叶就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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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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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组织豁免是晚近才出现的现象的观点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国际组织豁免是晚近出现的

现象，参见：（１）ＫｕｌｊｉｔＡｈｌｕｗａｌｉａ，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６４），ｐ４８；（２）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ＡＦａｒｒｕｇｉ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Ｂｏｉｍａｈｖ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Ｎｏ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１９８９）１５Ｂｒｏｏｋｌｙ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９７，ｐ５０２；（３）ＰｅｔｅｒＨＦＢｅｋｋ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ｐ３。其发展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参见：（１）ＣＦＡｍｅｒａｓｉｎｇ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３７０－３７４；（２）ＧｏｒｄｏｎＨＧｌｅｎｎ，
ＭａｒｙＭＫｅａｒｎｅｙ＆ＤａｖｉｄＪＰａｄｉｌｉａ，“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２７６。
ＴｈｏｍａｓＪＯＴｏｏｌ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Ｓｕｉ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４Ｓｕｆｆｏ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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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 许多早期的国际组织如万国电报联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Ｕｎｉｏｎ）和普遍邮政联盟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ｓｔａｌＵｎｉｏｎ）等都只处理不具有政治性的和纯技术性的事务，政治尚未介入国际组织的
工作，因此，成员国一般将组织的行政管理委托东道国的公务员来承担。② 因此，这些行政联盟

及其人员不需要也没有获得任何豁免。③ 后来，由国家缔造的一些具有某些政治性职能的国际组

织，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落入任何特定国家的操控之下，成员国授予这些国际组织享有管辖豁免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④ 这些具有一定政治性职能的组织⑤在实践中一般都被授予外交特权
与豁免。⑥ 后来，国际联盟盟约继续采取这种方式，规定 “从事联盟事务的职员得享有外交特权

与豁免。”⑦ 从 “从事联盟事务”的措辞可以看出，联盟的职员仅就其公务行为而非私人行为享

有豁免，虽然这种解释始终未获得普遍接受。但有一点共识，即盟约授予联盟职员以全部的外交

豁免，只是限定其适用仅仅及于职员的任职期间。⑧

到１９３０年代，授予国际组织及其职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已经演变成了国际习惯法。⑨ 但是，
将外交豁免适用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成员国拒绝将外交豁免授予在本国管

辖下为国际组织工作而具有本国国籍的组织职员。根据传统的外交豁免理论，这是无可厚非的。

外交代表不能豁免于本国的管辖，因为外交代表不能向自己的本国要求豁免。瑏瑠 外交代表的母国

保留管辖权，其目的亦在于确保外交代表不会为了私人目的来滥用其所享有的豁免，瑏瑡 但学者们

认为，如果将外交豁免扩展适用于在其母国工作的国际组织职员，会导致这些职员对自己的私人

行为完全不负责任。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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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国际联盟的交涉中，瑞士认为其不能将外交豁免扩展适用于具有瑞士国籍的职员，① 但

遭到国际联盟秘书处断然拒绝。② 最后，作为权宜之计，国际联盟与瑞士达成了一个协议，即，

第一类和第二类瑞士籍职员就其公务能力范围内的行为享有豁免。③ 瑞士口头承诺，作为一个法

人，国联只能通过其职员来从事活动。因此，瑞士籍的国联职员对其代表国联所从事的公务行为

不承担责任。④ 这些行为被视为组织自己的行为，受组织自身豁免的支配。⑤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成这个协议是国联的胜利，因为它为其瑞士籍的职员提供了某些保护。

但是，瑞士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即与外交人员一样，国际职员在其母国不能享有个人的豁

免。这就建立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即国家在授予国际公务员豁免的情况下，却可以歧视本国国

民。这样，将外交豁免类推适用于国际组织已经产生了一个不良后果，即在最需要豁免保护的地

方却只给予最低程度的保护。⑥ 简而言之，将外交特权与豁免适用于国际组织，产生了意想不到

的理论难题。⑦ 一方面，在国际职员与其母国之间，将产生这样的危险，即外交特权与豁免的适用

使得国际职员对其私人行为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传统外交法的适用又会造成母国对国

际职员施加影响，从而损害国际职员的公正地位。到了１９４０年代，将国家豁免的概念类推适用于
国际组织的呼声很大。但鉴于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巨大差别，使得国家豁免也不能适用于国际组织。

（二）联合国确立职能限制性的国际组织豁免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避免使用外交豁免的概念，而是选用一个全新的标准，即授予联合

国及其人员为保持其独立和有效履行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豁免。⑧ 其成果体现在 《联合国宪

章》第１０５条：组织在其每一个成员国内得享有达成其目的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组织职员得享
有对其从事与组织有关的独立履行职能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大会得作成建议，以决定适用本条

第１款和第２款之具体内容，或为此目的而向各成员国提议协约。有学者将其称为 “功能性”人

格与 “功能性”豁免。⑨ 因此，《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使得国际组织豁免成为建立在职能必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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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第１５３页。



论基础上的、一种限制性的豁免类型。① 根据职能必要理论，一方面，国际组织不得要求对于达

成组织目的所不需要的豁免。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则必

须授予其达成目的所必需的豁免。② 这种逻辑使得职能必要成为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基石。③ 事

实上，不少学者认为职能必要理论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④ 在没有相反的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国

际组织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内都享有必要的豁免。⑤

从上述分析可知，从 《联合国宪章》开始，国际组织豁免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身，即被

缩减了。当外交豁免作为国际组织豁免的标准时，国际联盟与其第一类非瑞士籍的职员享有完全

的外交豁免，第二类非瑞士籍的职员和所有瑞士籍的职员就其公务行为享有豁免。国联及其职员

当时享有的豁免极其宽泛。但是，当职能必要理论成为国际组织豁免的基准时，联合国及其所有

职员仅享有对于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豁免。⑥ 可见，国际组织豁免并非获得了增加，

相反，而是实质性的缩小。这与国际法上的豁免日趋受到限制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⑦ 这对于那

些国际组织豁免的绝对性主张，是一种最好的驳斥，也符合当时各个国家的基本理性。因为经历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后，从心理上讲，人们不可能愿意缔造出一个享有完全豁

免而不受任何约束的 “法外”型的国际组织。

职能必要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对国际组织豁免的范围进行的界定和限

制。国际组织职能必要理论，既使得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同时也构成对其豁免权的限制。慷慨

的授权与严格的限制犹如孪生。一方面，国际组织的职能必要，使得国际组织可以享有满足其履

行职能所需要的所有豁免，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这种豁免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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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另见李赞：《论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的豁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案说起》，第１５３页。
Ｓｅ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８７，§２２３ｃｍｔｂ，４６７（１），４６９ｃｍｔａ；Ｐｅｔｅｒ
ＨＦＢｅｋｋ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ｐ１１１；ＴｈｏｍａｓＪＯＴｏｏｌｅ，“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ｄｉｖｉｖｕｓ：Ｓｕｉ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４０Ｓｕｆｆｏｌｋ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３；ＣａｔｈｌｅｅｎＣｕｌｌｙ，Ｎｏｔ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９１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１１８１
李赞：《论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的豁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案说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瑞士在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之前，联合国与瑞士之间便是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最明显的例子。瑞士成为联

合国成员国之后，国际组织在非成员国内享有豁免的典型例子便是欧洲联盟 （欧洲共同体），由于欧盟 （欧共体）

可以往非成员国派驻代表团，所以，这些派驻非成员国的代表团可以享有根据协定所规定的豁免。比如，１９８５年５
月２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代表团及其特权与豁免

协定》，就欧洲共同体在中国的特权与豁免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可参见黄德明：《论欧洲联盟机构及其职员的特权与

豁免》，载 《法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７５—７６页。
李赞：《论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的豁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案说起》，第１５３页。
外交豁免受到职能必要的限制。可参见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相关条款，以及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３６２－３６５。限制
性国家豁免理论也获得了普遍接受。可参见美国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相关条款；龚刃韧：《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

究———当代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一个共同课题》第２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１１页；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３３３



国际组织也只能享有对实现其目的和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豁免，在实践中这就构成了对国际组织

豁免这种权利的限制。① 职能性豁免的措辞清楚地表明其构成对豁免范围的限制。学者的论述和

法院的司法实践都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职能性豁免包含了一个固有的限制因素。② 一般认

为，国际组织所被授予的豁免，必须是其严格需要的，职能必要理论在实际效果上构成了一个限

制性的原则。因为授予任何一个实体以特权或者豁免，都可能给与该实体发生联系或往来的任何

其他实体增加成本或至少带来增加成本的危险。其结果是，这种豁免对于国际组织履行职能而言

必须是真正必要的。所以，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保护

国际组织免于外部力量的干涉最有效的途径，即是使国际组织及其官员、财产、档案免于来自其

成员方的管辖。③

（三）国际组织豁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属性特征

国际组织豁免具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双重属性。特定法院通常适用的是相应的法院地国的国

内法规则。同时，通常是由国际法规则赋予国际组织以享有豁免的权利和由法院地国承担相应的

义务。国际组织豁免的这种特性在其渊源中最能清楚的表现出来。④ 国际组织司法管辖豁免是一

个国际公法问题。有关国际组织豁免的国内法是由相关的国际法规则确定的，并且得与这些国际

法规则保持一致。⑤ 豁免也是一个国内法问题。对任何国内法院而言，司法管辖豁免是一个涉及

国内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授予司法管辖豁免主要是由法院地国的法律来具体规定的。司法管辖豁

免的规则由国内立法明确规定，或直接适用国际法，包括条约法或不成文的国际习惯法。一般情

况下，国际法都通过纳入或转换的方式而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许多国内法律制度都明确包含了

授予普遍性或特定的国际组织以司法管辖豁免的立法。比较有名的和重要的国内立法主要是美国

１９４５年的 《国际组织豁免法》和英国１９６８年的 《国际组织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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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Ｗｏｒｋｓ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ＵＮＲＷＡ）的管辖豁免的备忘录也提到，
基于推理和实践，我们坚定地认为，此事件不应由国内法院作出判决，当然，除非涉及相关的国际义务。ＵＮ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Ｌｅｇ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ｔｏ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Ａｄｖｉｓｅｒ，ＵＮＲＷ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８４，ｐ１８８因此，国内
法被认为是此类法律的第二等级的渊源，而国际公法则调整国际组织的地位、特权与豁免问题。



另外，奥地利、① 德国、② 芬兰、③ 马来西亚④等国的法律也规定授予国际组织豁免，以补充直接

适用的条约规则，或者转化非自执行 （ｎｏｎｓｅｌ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的规则。即使国际法规则可直接在其
国内适用的国家，其法院也经常依赖于有关的国内立法。在对国际法与国内法作出明确区分的二

元论国家，法院亦得仰仗国内的补充立法。⑤

因此，从国际法的层面来讲，在国家豁免的语境下来谈论国际组织豁免的绝对性或限制性，

只会使人们对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之间的关联和差异的认识变得更加模糊。从国内法的层面

来讲，在处理国际组织豁免时却一味地以国家豁免的绝对性或限制性来进行逻辑推理只会使人产

生无视国际义务的联想。⑥ 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律逻辑就不得不

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美国作为最为谙熟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也最为娴熟的国家，在不同的案例

中运用有关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关系的不同的逻辑，就会出现 “横竖它都对”的情况，事

实也确实如此。在本文后面所引用的一些案例中，美国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却并非一以贯

之，而是非常灵活，甚至相互矛盾。一言以蔽之，美国的立法和司法都是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而已。

四　多元化的救济机制是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前提

（一）国际组织应为受害方提供救济机制

　　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如果国际金融公司能够提供某种争端解决机制达成圆满解决纠
纷的目的，那么就不一定要通过诉诸国内法院的方式来寻求救济。国际组织多元化的救济机制，

包括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或履行道德责任，是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前提。非常有名的海地霍乱案，

跟杰姆诉金融公司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联合国在海地霍乱案中通过承担道德责任的方式给受害

方提供了合适的救济，为其他国际组织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８条第２９节ａ款规定，联合国应当规定适当的方式，以解决联合
国为当事一方，因契约而引起的争端或其他私法性质的争端。这就意味着，授予该组织豁免的前提

是，组织能为第三方提供足够的任择性救济机制。国际法院也认为，联合国有义务提供任择性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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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７７年 《授予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联邦德国加入特别公约和授予其他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法律》（Ｔｈｅ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ｏ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转引
自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ｐ１３５，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５１９
《国际会议和特别使团特权和豁免法》，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５日芬兰赫尔辛基颁布，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修正。参见 《联合国

法律年鉴１９９２年》中文版，纽约联合国出版，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１０页。
１９９２年 《国际组织 （特权和豁免）法》。参见 《联合国法律年鉴１９９２年》中文版，纽约联合国出版，１９９８年，第
１０—２３页。
比如，两个印度的案例：（１）Ｍａｔｈｅｗ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ｏｐ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Ｔｒｏｐｉｃｓ（ＩＣＲＩＳＡＴ）ａｎｄ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ｒａＰｒａｄｅｓｈ高等法院，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８日，一个被印度法院驳回的雇用争端； （２）Ｓｈａｒｍａｖ
ＵＮＤ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Ｄｅｌｈｉ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由印度
劳动部驳回的行政劳动诉讼。上述两个案例均根据印度的豁免立法，即 １９４７年 《联合国 （特权与豁免）法》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１９４７）作出裁决。
李赞：《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７—１６３页。



端解决模式，这是联合国享有豁免权的自然结果。① 除非国际组织能够为其员工提供任择性争端解

决机制，即解决雇用争端的内部法庭，否则国内法院不会考虑其豁免，而可能主张针对国际组织提

起的劳务诉讼行使管辖权。② 豁免与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这种内部关系藉此获得承认。

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可排除对人权或国内宪法标准的侵犯，有助于国内法院支持组织享有豁

免。只要申诉人能够运用诸如内部诉讼程序或仲裁等任择性法律救济方法，那么，《世界人权宣言》

第１０条和国内宪法保障都不能使得国内法院否认豁免而启动针对联合国的法律诉讼程序。③

（二）诉诸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实践

近来有关国际组织豁免的判决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在决定授予豁免还是否定豁免的问

题上，得考虑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这有利于保持国际组织独立性的同时，也照顾到

获得司法救济的目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④ 这种发展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

持。比如有学者认为，如果不可能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授予豁免则可能引起否定司法。⑤

当然，不能提供诉诸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的司法机制，其明显结果便是对司法的否定。近年来一

些国家对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体系进行了评估，但判定国际组织不具备相应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并

拒绝给予国际组织豁免的国家仍然为数很少。⑥

德国宪法法院在其司法推理中清晰表明了对有效的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根据欧洲共同体

法，德国最高法院接受欧洲法院 （ＥＣＪ）和国内法院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各自分工。德国宪法法院认
为，⑦ 只要共同体法没有对基本权利予以足够的保护，那么，就得允许德国宪法法院对人权进行审

查。⑧ 但是，德国宪法法院后来又推翻了上述推理，⑨ 认为只要欧洲法院平等保护人权，那么，德

国司法机关对于共同体机构的行为无权管辖。瑏瑠 也就是说，德国法院最终确认，只要国际组织能够

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对人权予以足够的保护，那么，德国国内法院对相关案件便无管辖权。

其他国家的法院亦遵循这样的推理。例如，意大利宪法法院认为，瑏瑡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允

许欧洲共同体机构侵犯宪法中的基本原则或者不可剥夺的人权。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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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 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Ｃ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９，ｐ６２
ＣＦＡｍｅｒａｓｉｎｇｈｅ，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ｏｌＩ（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１９９４），ｐ４５
ＢｒｕｎｏＳｉｍｍａ（ｅ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ＶｏｌＩＩ（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ｅｄ，２００２），
ｐ１３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ａｎｄＵｌｆＡｎｄｒｅａｓＷｅ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Ｗａｉｔ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ａ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ｐ７２
ＳｅｉｄｌＨｏｈｅｎｖｅｌｄｅｒ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ｌｅｃｃｉóｎｄｅＥｓｔｕｄｉｏｓＪｕｒíｄｉｃｏｓ
ｅｎＨｏｍｅｎａｊｅａｌＰｒｏＤｒＤＪｏｓéＰéｒｅｚＭｏｎｔｅｒｏ，ＶｏｌＩＩＩ（Ｏｖｉｅｄｏ，１９８８），ｐ３５９，ｐ３６８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Ｗｅｂｂ，“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ｅＮｅｗ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２０１６）２７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７４５，ｐ７５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ｍｂＨｖＥｉｎｆｕｈｒｕｎｄＶｏｒｒａｔｓｔｅｌｌｅｆüｒＧｅｔｒｅｉｄｅｕｎｄＦｕｔ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２９
Ｍａｙ１９７４
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７４，ｐ５４０
Ｉｎ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üｎｓｃｈ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ｏｌａｎｇｅⅡ），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２２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８６
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８７，ｐ２２５
Ｆｒｏｎｔｉｎｉｖ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ＤｅｌｌｅＦｉｎａｎｚｅ，Ｉｔａｌｉ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Ｃａｓｅ１８３／７３
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７４，ｐ３７２



德国宪法法院对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并不局限于欧洲共同体的特殊情况，同样也可适

用于其他国际组织或超国家组织。瑞士最高法院在其涉及欧洲核能研究组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ＲＮ）的裁决中曾明确表示，国际组织所享有的管辖豁免不能
剥夺对国际组织提起诉讼的申诉人的司法保护。法院认为，提供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的义务是与

国际组织所享有的管辖豁免权相匹配的产物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① 在国际地中海高级农业研究中心
（Ｘ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案中，希腊法院也曾认为，
否认国际组织的豁免，是基于这样的反面事实，即，如果主张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话，在地球上

都找不到可以对与国际组织有关的绝大部分私法争端行使管辖权的机构。由于该组织在所有成员

国内均享有管辖豁免，又不拥有自己的领土，因此几乎不可能在第三国法院对其进行起诉。② 也

就是说，如果国际组织不能提供私法争端的解决机制，那么，国际组织便不能享有豁免。在海泽

尔诉欧洲航空安全组织 （ＨｅｔｚｅｌｖＥＵ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案中，③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对于欧洲
航空安全组织与其职员之间的雇用争端，德国法院无管辖权。因为对这样的案件具有排他管辖权

的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任择性救济，国际组织在德国法院所享有的豁免权并

没有违反该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之最低要求。④ 在欧洲航天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ｐａｃｅＡｇｅｎｃｙ）
案中，法院主张，为了允许欧洲航天局享有诉讼豁免，必须为申诉人提供任择性法律诉讼途

径。⑤ 由于已经提供了任择性法律救济，并且满足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合适的任择性救济方式的要

求，所以比利时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提供有效的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也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的认可。在Ｍ＆Ｃｏ诉联邦德
国 （Ｍ＆Ｃｏｖ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案）中，⑥ 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由于共同体法律秩
序已经有效提供了发达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因此不允许直接针对共同体的行为提出诉讼。⑦ 在

亨氏诉是欧洲专利公约成员方的缔约方 （Ｈｅｉｎｚｖ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ｗｈｏａｒｅａｌｓｏ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ｏ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案中，⑧ 欧洲人权委员会认为，任择性的内部救济机制已经提供了各
种形式的程序保障，能够使得申诉方得到相当的保护。⑨ 在比尔和里根诉德国 （Ｂｅ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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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ｅｒｍａｎｙ）案①和威特和肯尼迪诉德国 （Ｗａｉｔｅ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ｖＧｅｒｍａｎｙ）案②中，欧洲人权法院
均认为，国际组织豁免能导致对私人的法院诉讼权的侵害，除非提供充分的任择性救济方法以缓

解这种侵害。法院承认国际组织豁免是确保组织正常履行职能，免受各国政府单边干涉的关键手

段。但法院同时主张，在决定是否授予国际组织司法管辖豁免的过程中，一个需要考虑的决定性

要素是，申诉人能否得到合理的任择性方法，以有效保护其公约下的各项权利。③

在许多国家，保障每个公民的诉讼权是宪法的基本要求。享有豁免的国际组织，若不能提供

任择性争端解决机制，则剥夺了该国公民的诉讼权，有违其宪法的规定。很明显，在此情况下，

国际组织将很难在这些国家正常履行职能。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与国际组织有关的雇佣案件，

只有在该组织职员对于国际组织执行的任务起到关键作用时，才应当给予国际组织豁免。④ 尤其

在美国、意大利等国际组织活动频繁的国家更是如此。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被诉 （ＦＡＯｖ
ＩＮＰＤＡＩ）案⑤中，意大利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利益应当受到司法保护。⑥ 在保拉·皮斯特利诉
欧洲大学学院 （ＰａｏｌａＰｉｓｔｅｌｌｉ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案中，意大利最高法院驳回了欧洲
大学学院职员提出的诉讼。法院认为，该组织的管辖豁免并未损害意大利宪法所要求的诉讼权，

因为组织内部的职员争端委员会即是一个任择性司法救济机制。⑦ 美国法院也注意到了授予国际

组织豁免可能与提供争端解决机制的宪法要求相抵触。在乌尔班诉联合国 （Ｕｒｂａｎｖ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案中，⑧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承认，法院必须高度关注，不得不适当地
损害诉讼当事人诉诸法院的宪法权利。在人民诉马克·Ｓ韦纳 （ＰｅｏｐｌｅｖＭａｒｋＳＷｅｉｎｅｒ）案⑨

中，美国法院力图在联合国的豁免权与美国公民诉诸法院的宪法权利之间获得平衡。法院认为，

不能允许豁免践踏每个公民请求美国法院救济的权利。瑏瑠 因此，提供充分的任择性争端解决机

制，保障这些国家的公民能充分行使诉讼权，是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正常开展活动的前提。

在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ｅ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Ａｇ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案瑏瑡中，比利时法院主张欧洲
空间机构享有诉讼豁免，因为申诉人在特定的案件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合理的任择性救济途径。在

该案的裁决中，比利时法院明确依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并且甚至主张可以诉诸组织的报告

员 （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以求解决争端。虽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或行政救济，但根据欧洲人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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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２００８）７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２９６。
Ｕｒｂａｎｖ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７６８Ｆ２ｄ１４９７，１５００（ＤＣＣｉｒ１９８５）．
ＰｅｏｐｌｅｖＭａｒｋＳＷｅｉｎｅｒ，３７８ＮＹＳ２ｄ９６６，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Ｃｏｕｎｔｙ，１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７６
谢海霞：《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２５—２６页。亦可参
见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１９７９，ｐ２４９。
Ｃｉｖ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４ｅｃｈ），１ｄｅｃｅｍｂｒｅ２０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２００６），ｐ１７１



院的法理，依然构成合理的任择性救济方式。① 可见，不论是诉诸司法或是行政救济方法，还是

诸如报告员制度等救济途径，均可以成为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前提条件。

上述案件均表明，国内法院往往以国际组织不能提供任择性救济程序为其作出否认国际组织

豁免的裁决的理由。从上述分析可知，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前提条件。②

（三）履行道德责任成为救济机制的一种形式

联合国维和行动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随之而来的却是妇女儿童权益遭受维和人员的侵

害、贩卖人口等犯罪在数量上逐年增长。③ 有名的２０１０年海地霍乱案，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行动中
的疏忽引发的霍乱造成了海地人口的大量死亡，联合国过履行道德责任这种不拘一格的形式实现

对受害人的有效救济。④

国际法治与正义既要求联合国享有豁免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也要求损害必须得到赔偿。

道德责任作为一种策略选择，既能在法律上保留功能相关绝对豁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绝

对豁免的正当性缺陷，在各国、联合国和受害者三方间达成一定平衡，实际上构成对联合国豁免

的一种演进，可能是今后联合国甚至其他国际组织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模式。⑤ 因此，可以说，

国际组织以不拘一格的形式提供救济的途径，有利于国际组织在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对国际

组织带来更有利的影响，同时又无损于国际组织人权捍卫者的形象。

当然，回到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上来，基于对该案中受发电厂污染所影响的当地村民人权

保护的考量，本案多数判决似乎审慎地开启了在美国法院 （国际组织背景下）商业与人权诉讼

的大门。多数意见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与当今人权保护的理念相一致，从而区别于过去传统国际

法在对于个人、团体、受影响的社区以及土著人的解读。该诉讼的原告律师马可·西蒙斯

（ＭａｒｃｏＳｉｍｏｎｓ）表示，这一判决结果对于保护地球环境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它结束了金
融机构忽视其投资活动对环境与社会的不利影响但可逍遥法外和有罪不罚的现象，其结果将迫使

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组织更加谨慎地为其提供的投融资项目进行有效的指导与监督。“此判

决作出之后，受害者群体或许将发现此次诉讼将为他们在与国际金融公司解决争端中提供更多谈

判筹码的可能性。”⑥ 在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博弈中，要实现国际组织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国际组

织豁免就是一个很好的支点，让国际组织与国家在玩权力跷跷板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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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还可参见 ＡｕｇｕｓｔＲｅｉｎｉｓｃｈ，“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ｐ３００。
李赞：《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４页。
ＢｒｕｃｅＣＲａｓｈｋｏｗ，“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Ｌａｗ？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Ｍｏｒ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ＵＮ：Ｗ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ＵＮ
Ｎｏｗ？，”（２０１７）２３ＩＬＳ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ｐ３６１
该案的基本案情如下：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一名携带霍乱病菌的尼泊尔籍维和士兵将排泄物直接排入海地的一条河流，导
致海地爆发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霍乱。非政府组织海地正义与民主院代表霍乱受害者向联合国提出赔偿要求，

２０１６年８月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维持联合国享有豁免权、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之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
此发表声明，承认联合国对霍乱受害者负有 “道德责任”。该声明虽然没有放弃联合国的豁免权，却实际上开启了联

合国对与自身职能相关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为受害者提供救济的先河。参见魏妩媚：《论联合国 “功能相

关绝对豁免”困境及其应对———以海地霍乱案为视角》，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５８—１６４页。
魏妩媚：《论联合国 “功能相关绝对豁免”困境及其应对———以海地霍乱案为视角》，第１６５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ａＷｅｂｂａｎｄＳｉｍｏｎＭｉｌｎｅ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ＪａｍｖＩＦＣ：ＡＬｏｏｋ
Ａｈｅａｄ”，２０ＥｓｓｅｘＳｔｒｅｅｔ，ｐ９



五　不同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范围与程度各异

（一）每一个国际组织享有与其职能和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豁免

　　不同国际组织根据其职能不同而享有范围和程度各异的豁免，这应该是国际组织法上的一个

常识。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国际金融公司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国际金融组织，属于美国

《国际组织豁免法》调整范围内的机构。事实上，在美国的众多国际组织中很多都属于这部法律

调整的国际组织，再加上各组织与美国当局签订的总部协定，共同构成规范该国际组织在美国享

有豁免的法律依据。在法律和条约框架下与司法实践中，各国际组织由于其职能不同而享有程度

和范围各不相同的豁免。

随着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创建，国际组织职能豁免理论就已经产生了。① 根据职能必要

理论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授予国际组织豁免，得适当考虑国际组织实现其目的和
履行其职能的需要。② 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主要被设计来保护国际组织的独立性，

使其免受外部的不合理影响，以确保各组织能完成其使命。③ 功能必要是联合国的豁免基础，严

格来说只有需要进行自由裁量、作出政策决断的行为才属于功能必要。④ 由于国际组织职能各

异，彼此差距很大，政治性组织和经济性组织、全球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普遍性组织和专业性

组织等等，它们享有豁免的范围和程度势必是各异的，有些经济性或金融性的国际组织，可能根

本不需要享有豁免。⑤

（二）国际金融组织所享豁免的范围和程度

对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其豁免的职能性限制较为突出和明显。⑥ 有学者曾就国际金融类组织

豁免的职能性限制作过专门论述，认为为实现其目的，国际组织不得不依赖于那些与其有商业往

来的伙伴或顾客对该组织的信心。绝对性的管辖豁免证明是行不通的。只要国际组织通过有关的

商业交易来实现其目的，那么组织的信用对于其履行职能就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这些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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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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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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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盟约》第７条４段规定：“从事联盟事务的职员得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从事联盟事务”的措辞多少已
具有了职能性豁免的意味。但国联的豁免依然是外交豁免，尚未出现国际组织特有的职能性豁免的概念。关于国联

特权与豁免的历史考察，可参见 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ｐｐ９－１２
在论述此一问题时，人们往往将目的与职能相提并论。目的和职能有时是很难作出明确区分的。“职能是实现目的的

工具，两者互为依傍”。ＰｅｔｅｒＨＦＢｅｋｋｅｒ，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４），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ｐ４５
ＣＴＯｌｉｖｅｒ，ＥＢＦｉｒｍａｇｅ，ＣＬＢｌａｋｅｓｌｅｙ，ＲＦＳｃｏｔｔａｎｄＳ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４ｔｈｅｄ，１９９５），ｐ６１３
魏妩媚：《论联合国 “功能相关绝对豁免”困境及其应对———以海地霍乱案为视角》，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第１６５页。
李赞：《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载 《北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１６页；李赞：《从 ＩＭＦ总裁卡恩案看国际
组织的豁免权》，载 《时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８３—９２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ｉｎｇｅ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１９９５）３６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５３，ｐｐ１３６－１３８



也仅仅对于这些国际组织，我们能接受来自外部的管辖，比如，对于组织所从事的具有商业性质

的行为可以接受成员国法院的管辖，而实践中包括这类国际组织的所有行为。① 从上述观点可

知，职能必要理论构成对豁免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国际组织不能被诉，那么，组织可能

在其履行职能的过程中承受更大的负担。如果一个国际组织在不能被起诉就不能实现其目的的情

况下，那么，该组织就不需要豁免来实现其目的。在此，职能必要理论否定豁免。②

对于债券持有人和其他债权人而言，作为债务人，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无异。尽管国家享有

司法管辖豁免，但它们在债券市场已经运作多年，并且寻求通过放弃自己的诉讼豁免来实现更容

易和更廉价的借款目标。如果国家在债券事务上坚持诉讼豁免，那么，国际债券市场面临着每个

国家都不履行还债义务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因此，与没有豁免的情况相比，国家将会被要求承担

更高的利息率。对国际组织而言，情况将同样如此。国际金融组织，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借款的

国家一样，必须不断地返回国际债券市场。如果不履行还债义务，它们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费

用。在成员比较固定的参与游戏的群体当中，一旦某成员被认为是骗子，那么对于该成员而言，

将会是穷途末路，难以为继。国际金融组织是否需要通过豁免来维持其信用，尚难下断语。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在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国际债券市场的融资活动时，豁免是无需适用的。③

通过上述经济分析可以清楚得知，对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债券义务而言，职能必要理论不要求

其享有豁免。这也得到有关判例的支持。比如，在 １９６７年美洲开发银行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被诉案的上诉审中，④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国际金融
组织真是需要通过允许诉讼来履行其义务。此外，还有尼日利亚的非洲再保险公司诉范塔业

（Ａｆｒｉｃａｎ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ｂａｔｅＦａｎｔａｙｅ）案⑤和阿根廷的埃兹库拉德诉美洲银行
（ＥｚｃｕｒｒａｄｅＭａｎｎｖ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ａｎｋ）案⑥等。有关国际组织已经在这样一种机
制之下生存和发展了许多年，这足以证明，在此类案件中，豁免对于组织履行职能是不必

要的。⑦

从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国际金融组织作为国际组织的一种重要类型，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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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取决于职能必要理论。如果豁免对于组织履行职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那么，放弃

豁免则不可避免。可见，职能必要理论对国际组织豁免的限制，在国际金融组织上体现得最为

明显。①

那么，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国际金融公司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豁免受

到职能限制是必然的和自然的。因此，大可不必因为这个案件的裁决就认为国际组织全体都需要

赶紧审视并修订自己的章程，在章程里明确自己的绝对豁免权。

六　新时代我国要用好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国际法工具

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再一次引起我们的思考，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如何运用国际组

织豁免这个国际法工具，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

（一）美国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国际组织豁免立法、司法和行政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建立了很多新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等，其目的是为了让成员国一起实现国际经济稳定、重建受

到战争重创的国家，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目标。预见到这些国际组织可能会将其总部设立

在美国，美国国会于１９４５年通过了 《国际组织豁免法》，该法授予国际组织一系列特权和豁免

权，包括不受搜查和财产税负等的豁免。该法在定义这些特权和豁免权时，参照了外国政府所享

有的特权与豁免权，亦即：该法授予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一样的对于诉讼以及各种形式的司法程

序的豁免权。该法授权美国总统根据国际组织的职责对其特权和豁免权进行扣留、撤回、施加条

件或者加以限制。这些特权和豁免权也可以通过特定组织的设立章程加以扩张或限制。该法于

１９４５年颁布之初，法院在决定某外国政府是否应当对某特定诉讼有豁免权时，会咨询美国国务
院的意见。如果国务院建议豁免，法院则尊重该意见。如果国务院不建议豁免，法院自主决定是

否授予豁免权，虽然他们作出决定时经常援引国务院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

为了充分影响和更好地利用国际组织这个多边舞台和国际法工具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通过国

内立法的形式将授予国际组织极为宽泛的豁免权予以法定下来。这些措施对于吸引和引进一些重

要的国际组织在美国设立总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布莱耶 （Ｂｒｅｙｅｒ）法官基于对立法机关立法当时的相关记录的了解后认为：制定 《国际组织

豁免法》基于两项关联之目的，一是 《国际组织豁免法》将使得美国作为国际组织成员的承诺

得到履行；二是这将有助于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充分运作。这些国际组织的协定以及国会的立法初

衷均表明，国际组织在美国享有商业与非商业诉讼领域的广泛豁免。②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际

组织依据其组织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来运作，而非主权权力，因此承认国际组织在商业领域享有豁

免相比于国家而言更为重要。尤其当其在履行职能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美国法律所同样规范的商

业活动时。布莱耶法官还以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履行职能为例，根据历史事实阐明联合国善后救济

署在运营期间，其活动经常涉及在美国的运输以及多种商业货物的合同，但并未因这些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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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免除豁免。这也清晰说明了国会制定 《国际组织豁免法》旨在鼓励国际组织将总部设立于

美国以及促进其在美国开展活动的积极努力。当时的美国积极地 “筑巢引凤”吸引国际组织落

户本国。

在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法院自然是严格按照 《国际组织豁免法》及与相关国际组织签订的

总部协定对相关的案件作出判决，① 后来虽然对国际组织豁免有所限制，但大多情况下仍给予国

际组织绝对性豁免。② 美国在近年来亦有所转变，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指出，给予国际组织不同于

主权国家的豁免是不被接受的，此种做法甚至会促使国家通过国际组织行为而逃避其应当的承担

的责任。③

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首先审查了 《国际组织豁免法》

的法条语言，认为国会立法时的意图似乎是将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与外国政府的豁免权持续联系起

来，以保障二者之间的持续对应。理由是该法的语言既没有说国际组织应当享有绝对的诉讼豁免

权，或者具体规定其他一些固定的豁免标准，也没有规定将某一特定日期存在的外国主权豁免法

的内容纳入其中。其次，根据法条解释的 “参照”原则，当一部法律 “参照”某一概括主题时，

其采纳的，是依据该法所产生的问题发生时所存在的、有关该主题的法律。相反，当一部法律

“参照”某一特定编号或节码的法律规定时，则只采纳该规定，不考虑任何其后的修订内容。本

案中，《国际组织豁免法》对外国政府豁免权的参照是一个概括性参照，而非特定性参照，该参

照的对象是一步有可能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法律——— 《外国主权豁免法》，而非另一制定法的某

一特定法条。因此，《国际组织豁免法》应被理解为将外国组织的豁免权与 《外国主权豁免法》

相联系，二者联动发展。

为了据理力争，国际金融公司还举出先例阿特金森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案，认为 《国际组织豁免

法》中授权总统变更国际组织的豁免权条款超过了参照原则的证明力。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却认为这正好与认为这些规则应根据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观点相辅相成。国际金

融公司辩称这种解释将会导致诸多不良后果。首先，授予国际组织有限豁免权将会抵消对其授予

豁免权的目的，还会将国际组织暴露于金钱赔偿的风险中，使得该组织履行其宗旨更加困难和昂

贵。这个问题对于国际开发银行来说尤其严峻，因为这些银行利用商业工具达到其目的，根据

《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活动例外，他们的多数或所有核心活动都将会有被诉的风险。如果

允许这种诉讼，将会把更多的外国原告带到美国的法院，出现更多基于 《外国侵权法》所提出

的类似诉讼中所出现的外国关系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担心夸张了。《国际组织豁免

法》只是缺省规则。如果某一国际组织的工作因为有限豁免权受到损害，该组织的章程完全可

以规定一个不同标准的豁免权。很多国际组织的章程都这样规定，比如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

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等，而国际金融公司的章程却没有规定它针对诉讼享有绝对豁

免权。

对于有限豁免将会把国际开发银行置于更多风险中的看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不同意。首先

并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开发银行的主要活动都符合 《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活动的定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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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些开发银行对政府发放有条件贷款的行为就不符合商业活动的定义。另外，即便国际开发银

行的主要活动符合商业行为定义，也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就自动承受被诉风险。 《外国主权豁免

法》还规定了其他的条件。比如商业活动必须与美国有足够的联系。再如，诉讼必须基于商业

活动本身，或者基于履行商业活动的行为。如果诉讼涉及海外侵权行为，该诉讼就并非基于商业

活动，不符合 《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活动例外。在口头辩论中，政府就提出原告的诉讼

事关在印度的侵权行为，其 “严重怀疑”这是否符合 “基于商业活动本身”代表标准。有限豁

免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组织没有限制地暴露于被诉的风险中。

最后，大法官们总结说：《国际组织豁免法》授予国际组织与在任何时间内外国政府所享有

的豁免权相同的豁免权。这意味着 《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国际金融公

司因此并不绝对享有诉讼豁免权。①

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国际组织豁免法》对于及时解决联合国总部落户美国相关法律问题迈

出了重要一步。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在相关的案件中万无一失，《国际组织豁免法》特地引入行

政权力。《国际组织豁免法》第１节中关于总统权限规定，假使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方式对某一国
际组织增加或减少其所享有的豁免，将直接涉及美国违反相关的国际义务。总统所享有的保留、

撤回国际组织在美国享有豁免权并没有在 《国际组织豁免法》中得到精确界定，由此使得滥用

或者非法行使该权力成为可能。《国际组织豁免法》如此规定就是为了给政府提供基于国内政治

利益对国际组织施加压力的可能。② 此外，自 《国际组织豁免法》通过以后，美国国务院便实际

负责接收来自国际组织要求给予在美豁免的申请。国务院在受理申请后，经由国务卿为总统提供

相关建议。③ 应该说，《国际组织豁免法》第８部分授予国务卿的权力存在更多争议。这些权力
的授予源自于对国际组织职员地位和外交官或外国政府代理人行使职权时错误的类比。④

从前面的诸多案件和该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逻辑推理和裁决结果以及行政力量的介

入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美国以前执行的国家绝对豁免还是后来转而执行的限制性国家豁免，抑或

是美国法院在针对不同国际组织的不同案件中作出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或不享有豁免的裁定，都是

美国根据本国的国际地位和利益需要作出的调整。法律也许是死的，而作出判决的法官是活的，

因为美国的利益是活的。通过保有司法的灵活性以克服立法的稳定性和滞后性所带来的弊端，以

实现不同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利益的可预期性。美国虽然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但毋庸

讳言的是，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在这一点上，

它们是三位一体、目标一致的。

现在特朗普政府以 “美国优先”和 “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由动辄退出一些多边条约和国际

组织，⑤ 依然是在运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这些工具来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当这些国际协议和国

际组织变得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对于美国国家利益不再那么重要时，美国自然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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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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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ｈｎ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２０２０）．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ｕ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ｐ３３９
Ｓ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Ｖｏｌ２， ｈｔｔｐｓ：／／
ｆａｍ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ＦＡＭ／０２ＦＡＭ／０２ＦＡＭ１４２０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ｃｔ２４，２０１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ｕ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１９４６）４０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３３９
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的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有：《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全球移民

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并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



为其买单。在杰姆诉国际金融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的裁决，依然一以贯之地反映

了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一切法律行为都是政治的产物，司法更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奴仆。

（二）新时代我国对国际组织豁免宜采取的立场和做法

我国目前的国际地位、综合实力、民族复兴诉求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均不同于今天的美国，在

对待和处理国际组织豁免的问题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美国颇有几

分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预料到将会有大量国际组织选择美国作为总部所在地，

于是美国在１９４５年通过 《国际组织豁免法》这部国内立法将国际组织在美国的豁免以法律形式

固定下来，为大量国际组织在美国设立总部大开方便之门。在国际组织豁免这个工具的运用方面

大可不必以今天的美国马首是瞻，而是借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做法，充分运用国际

组织豁免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

目前中国尚无关于国际组织豁免问题的专门立法，多是通过与国际组织签订协议的方式处理

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与新开发银行签订的总部协议第４条规定了司法程序豁免有关的内
容，第５条规定了银行总部所在地、档案不可侵犯与财产资产豁免，第１４条至第１７条规定了国
际组织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第２０条则规定了豁免的放弃和防止滥用，而对于豁免的放弃均
强调了银行利益的考量。第２１条在政府与银行之间关于协定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无法通
过谈判或其他约定的解决方式解决，应按照任何一方的请求提交仲裁。对于银行所享有的特权与

豁免，总部协议指出了银行及有关人员应当遵守中国法律的规定。①

又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九章规定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法律地位、豁

免权、特权及免税权。其他的比如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际竹藤组织、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等国

际组织签订的总部协定都对相关的组织豁免作出了规定，在我国国内设立总部和办事处的国际组

织都享有相对比较充分和宽泛的豁免。

但总体上而言，在我国设立总部的国际组织还是数量太少，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

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的情况还不多见。事实上，国际组织已经成为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产生重

要影响的多边平台，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国拥有对该国际组织更多和更便利的影响力，对于改善国

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家在该国际组织内的发言权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地位。

像瑞士这样的小国能具有全球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瑞士作为联合国办事处和众多国际组织总

部所在地这一事实具有很重要的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漫长岁月里，联合国、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等众多重要的国际组织总部都在美国安家落户，美国已经长时

间充分尽享这些国际组织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红利。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现在世界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 美国要通过退出一些不适应美国利益需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制

造一定程度的世界性国际秩序混乱，然后重新确立符合美国利益需要的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希望

通过自己可控程度上的天下大乱达到符合美国新形势下利益需求的天下大治。这是处于强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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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开发银行关于在中国上海设立新开发银行总部的协定》，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ｄｂｉｎｔ／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ｍｅｓ／ｎｄｂ／ｐｄｆ／ＨＱ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Ｎｐｄｆ，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国际和国内场合均提及这一重要论断。比如在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他在致辞时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０６／０８／ｃ＿
１１２４５９６１００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的大国惯常运用的手法，制造或促成天下大乱的局面，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火中取栗，从中

渔利。

我国正在全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这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开创更加有利于我国长远发展和战略利益的国际法律体系，创建、接管、改造更多的国

际组织，通过这些多边机制服务于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吸引和接纳更多国际

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赋予这些国际组织充分的、必要的豁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在这一

点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美国颇有几分相似。因此，应该借鉴和学习第二次世界大

战刚结束后不久的美国，为国际组织在本国设立总部开展活动大开绿灯，提供国内立法、国际条

约和国内司法的三重保障。切不可跟着今天的美国亦步亦趋，对国际组织挥舞所谓限制性豁免的

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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